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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印尼村”是华侨农场的归难侨建立的带有印尼饮食、舞蹈、建筑等风情
的聚集区，这些归难侨强调他们旅居在外的文化记忆，形成了侨居地文化在中国传统侨乡

的集中展现。这种舍近求远的文化再适应，是国际移民大潮下人们经历社会变动和文化

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课题，归难侨们在回国后展现出的异域文化色彩，是文化多元和时代

选择的结果，成为侨乡文化的一种特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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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村”是一些华侨农场的归难侨①建立的汇集有印尼风情的饮食、舞蹈、建筑等村落的统

称，这些村落的显著特点是归难侨把他们在侨居国的记忆再现在华侨农场。从文化适应的角度看，

国外“一些土生华人从中华文化中找到了新的充满自豪的归属，并试图实现自身的再华化”，②但

“印尼村”的归难侨回国后的文化再适应并没有回归传统的中华文化，而是强调他们旅居在外的文

化记忆。与跨文化适应理论强调个体进入一种新文化后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不同，这种舍近求远

的文化再适应，是刻意证明归难侨曾经的旅居身份，还是对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惯性延续？

返乡文化再适应是国际移民大潮下人们经历社会变动和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课题，归难侨们

在回国后展现出的异域文化色彩，使“印尼村”现象成为侨乡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

一、研究缘起和相关成果

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５年初，因撰写《华侨农场史》需要，笔者先后赴广东、海南等地的华侨农场搜集
资料，对侨场中归难侨的文化标记印象深刻。特别是海南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印尼村”，归难侨们

对印尼文化流露出的偏爱和执著，形成了侨居地文化在中国传统侨乡的集中展现。本文结合中国

大陆一些华侨农场的田野调查，查阅政府档案文献，参考相关研究理论和成果，试图从侨居地文化

情结的惯性延续、对归难侨的集中安置政策及华侨农场和周边社会的相对隔离、归难侨的自身因素

以及来自政府的推动作用等方面探讨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源。

国外学术界对返乡文化再适应的研究比较早，朔伊茨（Ｓｃｈｅｕｔｚ）在１９４４年研究海外服役士兵
归国后的再适应问题时，提出了返乡文化冲击或逆文化冲击的概念。③ 此后，阶段论和曲线论在文

化适应研究中比较受关注，其中葛勒豪（Ｇｕｌｌａｈｏｒｎ）提出的逆文化冲击模型影响最大，其研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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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在第九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ＩＳＳＣＯ）上宣读，得到部分与会学者的意见建议；文中部分资料来源于华侨农场史调研组，
一并致谢。

“归难侨”是官方对归侨、难侨的合称，归侨指回国定居的华侨，难侨指在国外遭受迫害回国的侨胞。国家对归难侨有明确界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待归难侨的政策。

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５６页。
Ａ．Ｓｃｈｅｕｔｚ，“ＴｈｅＨｏｍｅｃｏｍ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４４（５０），ｐｐ．３６９－３７６．



跨文化适应的心理变化历程，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涉及情感、情绪和心理反应的概念。① 苏斯曼

（Ｓｕｓｓｍａｎ）否认文化适应与逆向文化适应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他认为文化再适应会随着归
国人员回国后的行为和对母国文化的适应变化而变化。② 相比国外学界在相关理论建构等方面的

丰硕成果，国内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理论介绍和部分归国群体研究，如跨国移民、留

学生和商务人士等的跨文化适应方面，认为人际交流、主观心态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会产生较大影

响，对华侨华人特别是归难侨回国定居后的文化适应关注不多。③

二、华侨农场归难侨概况

中国大陆现有８４个华侨农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云南、江西和吉林七省区。华侨
农场的归难侨主要由几部分组成。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华侨农场主
要接收了从印尼、马来亚等地回国的爱国青年和学生；６０年代，由于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紧
张，华侨农场接收安置了从印尼、缅甸等地回国的归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受中越战争等影
响，华侨农场又接收了越南、蒙古等国的归侨。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局势趋于稳
定，回国定居的归难侨大幅减少，华侨农场很少再大规模安置新的归侨了。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大陆华侨农场归难侨人数统计表

　年代（年）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人数（人） １８１７７３ ２１５４１０ ２１８０８２ ２０９４８６ １７７２６３ １６１９１５ １３４１４６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侨办编各年度华侨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制作，内部资料。

１９７８年，全国华侨农场共有归难侨１８１７７３人。随着１９８０年前后中越、中蒙关系紧张，大批华
侨华人被迫回国，１９８３年时归难侨人数达到一个高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农场的归难侨人数相
对稳定，但从９０年代开始，农场的归难侨人数开始不断减少，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随着人口的自然
老化，早期回国的归难侨相继离去，却很少有新的归侨来到农场；二是市场经济逐步推进后，农场原

有的归难侨或者迁移到经济发达的城市，或者选择再次出国，导致归难侨人数只降不增。到２０１２
年，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人数只剩下１３４１４６人，比高峰时降低了３８．５％。

地域分布方面，当初在安置归难侨时，由于国家财力、物力和城市资源有限，将大部分华侨农场

设置在传统侨乡和边疆地区，因此现在大多数华侨农场分布在传统侨乡地区。在８４个华侨农场
中，广东原有２８个华侨农场，１９８８年海南设省后减少５个，现在还有２３个，广西有２２个，福建有１７
个，云南有１３个，江西有３个，吉林有１个。吉林的扶余华侨农场几乎都是朝鲜归侨，现仅有３５０
人，由于拥有丰富的石油等自然资源，其农场已基本公司化。２０１２年中国各省区华侨农场归难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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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Ｔ．ＧｕｌｌａｈｏｒｎａｎｄＪ．Ｅ．Ｇｕｌｌａｈｏｒｎ，“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ｃｕｒｖ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１９６３（１９），ｐｐ．３３－４７．
Ｎ．Ｍ．Ｓｕｓｓｍａ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ＷｈｙＨｏｍｅｉｓＮｏｔＳｏＳｗｅｅ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４），ｐｐ．３５５－３７３．
主要有张晶盈：《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惑与政府的归难侨安置政策》，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庄怡川：

《国外有关归国人员文化再适应研究综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张欣：《归国留学生文化再适应状况调查》，山西财经
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３年；来锋：《青田归国华侨再适应问题研究初探》，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４年；李君：《归国文化冲击与再适应
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２年等。



人口分布情况见下表。

２０１２年中国大陆各省区华侨农场归难侨人口分布表

　省区 广东 广西 福建 云南 海南 江西 吉林 合计

人数（人） ５８３５４ ３２５８４ １７７２８ １２８１２ １０９９９ １３１９ ３５０ １３４１４６

百分比（％） ４３．５ ２４．３ １３．２ ９．６ ８．２ １．０ ０．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国务院侨办编《２０１２年华侨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内部资料。

收入方面，华侨农场归难侨的收入水平和周边村民及社会整体发展情况相比经历过一些变化。

当初设置华侨农场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分管理制度，农场员工基本享受国企工人

的福利待遇，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当地村民；而且，广西、云南、江西等偏远地区侨场的归难侨收入还

略高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见下表。

部分年份华侨农场人均收入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广东 广西 福建 云南 江西 吉林 海南 平均

１９７９年 １８６ ２０６ １６７ ２１０ ２７１ ２３４ ．． ２１２

１９９１年 １０２０ ５８３ ５２７ ６６０ ５７８ ７４９ ４５４ ６５３

２００１年 ３０７３ １８５９ ３０６９ ２１４２ １６２３ ２３００ １１２４ ２１７３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侨办编各年度华侨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制作，内部资料。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活力的增强，２０００年以后，华侨农场大多数场民的生
活水平已经不如周边村民了。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２３６６元，拥有华侨农场省份的
当地人均年收入为３４２１元，而全国华侨农场的人均年收入仅为２１７３元，已经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收
入水平了。① 此外，华侨农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大，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福建等地，侨场归难侨

的收入比广西、江西、云南等地高出３０％以上，地域差距明显。华侨农场归难侨与周边村民经济地
位的改变以及农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归难侨难以回避的现实。

三、“印尼村”的出现和发展

“印尼村”位于海南琼海市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北部，土地面积约２０００亩，人口约４００人，其中归
侨侨眷占９０％以上。从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彬村山华侨农场先后安置了２６００多名来自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越南等８个国家与地区的归侨。其中，“印尼村”在
１９６０年集中安置了众多印尼归侨，建队时定名为“良玖队”。１９６１年更名为良玖作业区，１９６３年农
场范围扩大，恢复生产队建制。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更名为“国营彬村山农场五队”。现在的官方名称是
“琼海市彬村山华侨经济区五队”。

在彬村山华侨农场，来自不同国度的归难侨们生活在这里，多元文化融会交流，形成了具有鲜

明特色的东南亚风情文化。由于印尼归难侨人数较多，印尼风情文化尤为突出。特别是彬村山华

侨农场第五生产队，总共安置了１９６０年５月从印尼帝纹岛回国的１６０多位归侨。由于是集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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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２》和国务院侨办内部统计报告。



置，他们在国外的一些生活习惯一直沿袭到今天，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印尼村”。

“印尼村”的名称源自三个方面。首先，当年这里集中安置了１６０多名印尼归侨，半个多世纪
以来，他们很好地保持着印尼当地的生活习俗，如用印尼话进行日常交流、烹制印尼饭菜和糕点、擅

长印尼歌舞等，周围的老百姓都习惯把五队的村民说成印尼人。其次，原印尼雅加达中华学校校

长、前中国侨联名誉主席张国基先生，曾于１９９０年为该村挥毫赐墨宝“海南岛印尼村”。张国基先
生是海内外侨社的知名人物，“印尼村”的名声也由此传向了海外。再次，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也

功不可没，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台、海南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曾在这里录制反映印尼华侨文化的

电视节目。因此，“印尼村”的名称就逐渐传开了。

在“印尼村”，印尼风情文化是当地文化的一块瑰宝。农场当局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尽管早期

农场条件非常简陋，为了稳定归难侨的思想，使他们安心农场工作，１９６１年农场组织了“业余文艺
宣传队”，组织归难侨们表演吉他、手风琴、脚踏风琴、口琴、二胡等节目。１９８１年场部建起了一个
露天影剧场、搭起戏台，铺设石板作为座位，还铺设了一个硬板化篮球场，作为职工开展文化体育活

动的场地。到了２００８年，农场又投资近４００万元，建起了一个集娱乐、健身、阅览、会议等多功能的
职工俱乐部，以及职工文化广场和一座戏台等配套设施，为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们提供了展示文化才

艺的场所。为扩大“印尼村”的影响，２０１３年，印尼村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建成，每到晚上，文化广场
上就灯火通明，参加健身舞、交谊舞等活动的归难侨人数众多，非常热闹。

由于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们大多是从东南亚回国的，东南亚风情文化是他们扎根当地的

文化标签，归难侨们使用的语言、身着的服饰、生活习俗，特别是民俗歌舞、美味饭菜、风味糕点等都

较好地保留着侨居国当时、当地的特色。印尼风情文化是东南亚风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场的

印尼归难侨人数最多，“印尼村”风情文化集中展现了印尼风情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在侨场，

“印尼村”风情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语言　印尼帝纹话和印尼巴厘话是“印尼村”人交流的主要语言，是全村通用的语言。虽然
在农场各种集会和社交活动中用普通话较多，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印尼话最多，该村现有人

口约４００人，能听懂印尼语并能用印尼语交流的占９０％以上。
２．印尼歌舞　“印尼村”里的人都能歌善舞，每逢重要节日、婚庆活动或者有海外亲人回来探

亲，村里的亲朋好友都会聚在一起喝主人泡制的咖啡，品尝精心烤制或者蒸熟的糕点，开心地唱起

印尼民歌。有时，印尼归侨及其子女还会高兴地穿起印尼民族服装“沙垄”，随着节拍轻快地跳起

印尼舞来，他们跳的舞蹈主要是帝汶民族舞。

３．印尼糕点　印尼归侨们有午后喝咖啡的习惯，喜欢制作各种印尼糕点，平时家里自制的糕点
不断，逢年过节制作的糕点品种就更多了，据说最多时超过３０种。印尼糕点种类繁多，寓意深刻，
造型栩栩如生，有象征日子越过越红火的九层糕，有香脆爽口、郁香四溢的太阳糕，还有生粉烤糕、

螺壳糕、松蛋糕等等，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４．印尼菜　由于印尼地处热带雨林，温度高，雨水多、风力小，湿度大。独特的气候条件，造成
印尼土壤肥沃，植物茂盛，蔬菜种类繁多，甚至温带地区产的蔬菜亦有栽种。印尼菜色香味俱全，十

分爽口。用料方面，印尼菜几乎都离不开椰子、辣椒、棕树糖、虾酱、花生、石栗子、阿参酸果以及各

种浓烈的香料和葱蒜等，而辣椒更是每一道印尼菜所不可缺少的。品种有“沙爹”（烤肉串）、咖喱

鸡、咖喱牛肉、ｇａｄｏｇａｄｏ并盘（酸甜辣凉菜）、烤鱼、炒木瓜花、炒芭蕉蕾等，菜肴种类繁多，配上金灿
灿的黄姜饭，构成了一桌地道的印尼饭菜。

５．印尼堂　印尼村里的宗教场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印尼华侨华人捐资１２万元兴建，农场提
供土地２．５亩，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落成、开堂。印尼堂建筑面积３２０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５００多位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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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众。

６．缝制木棉褥子　木棉树原产自印尼，长得很高大，归难侨们把木棉树种带回了海南。当木
棉树开花结果后，归难侨们就取出果中的棉絮，经太阳晒干后，用来制成褥子、枕头等放在床上。木

棉褥子冬暖夏凉，印尼归侨们几乎每家都有。

此外，“印尼村”还有其他一些带有印尼烙印的生活习俗，比如做祷告、顶瓦罐等。这些文化风

情是归难侨们原先在印尼生活时所熟悉和擅长的，因此，当他们被动或自愿选择回国后，尽管国内

的大环境是他们或者他们的祖辈曾经熟悉的中国饮食和文化，但是他们没有简单地选择回归，而是

强调了一种异域文化的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再适应该如何解读呢？

四、“印尼村”的文化解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印尼村”集中展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积淀，具有很强的

地域和习俗特色。尽管服饰、语言和习俗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而发生改变，是族群认定的外围

因素，但其辨识度却很高。“印尼村”的归难侨们把印尼侨居地的民俗带回祖籍国，并将其作为一

种特殊标签大力展示，除了通常的怀旧情结外，还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等深层因素。

（一）侨居地文化情节的惯性延续

弗里德里克·巴斯（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ｒｔｈ）指出，人类在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①这种延续是
自身对过去的依赖、留恋或者是惯性，在生物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据统计，仅到１９６２年底，全国
华侨农场就接待安置了约６００００名印尼归难侨。② 大量从印尼回国的归难侨，为印尼村的出现奠定
了基础。归难侨的原籍大多数是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和云南等，回国时只会讲祖籍地方言和侨居

地语言。习俗认同是传统小社会存在的基础，相似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心理态势、民族活动以及

宗教信仰等因素，容易在族群内部形成较强的团结感。在印尼村，大部分归难侨是从印尼回来的，

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侨居经历，印尼语逐渐成为村民之间沟通交流的主要语言。

归难侨还把在印尼的习惯带到华侨农场，这是他们对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最初主

观上并没有刻意为之的想法。社会习俗是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生活在华侨农场的归难侨，无论

来自海外哪个国家，也无论原祖籍在何地，在民俗习惯上既继承和保持着中华民族固有的共性民

俗，又融入了在海外居住国的一些民俗习惯，尤其是在饮食方面渗透着异域文化习俗，并形成农场

归侨的新风俗习惯。印尼、缅甸归侨喜欢吃辣味、咖啡味，越南归侨在春节或者重要活动中喜欢包

粽子、做春卷、蒸年糕等。这些从国外带回来的习惯，是归难侨们在长期的出国又回国过程中逐步

养成的，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集中安置及与周边社会的相对隔离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大量华侨华人因排华被迫回国，当时政府采取了集中安
置为主、分散安排为辅的政策，由政府提供土地、房屋等，把归难侨集中安排在一起发展生产、自食

其力。当时广东大约安置了１０．７万人，云南安置了３．７万人，福建安置了２万多人，这些人大多被
安排到了华侨农场，这种面向农村、集中安置的做法让很多归难侨感到不适应，由于心理落差大，一

些人选择离开农场到港澳台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定居。③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留在了华侨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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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留在农场的归难侨，其身上异域文化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让当时仍处在贫穷阶段的乡

村社会的村民们难以接受，因此，他们与周边社会的接触和交往很少，华侨农场几乎处在与周边社

会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贫困归侨主要集中在华侨农场，据统计，全国归侨侨眷贫困发生率约为

４．７％，全国归侨贫困发生率达１１．７％，归侨贫困面远高于归侨侨眷群体贫困面。① 物质生活方面
的贫困，促使部分归侨怀念过去在侨居地的生活，闲暇时间跳印尼舞蹈、做印尼食品等成为他们的

主要消遣方式。

华侨农场归侨的文化适应不存在代际延续问题。通常而言，每个华侨农场都设有从幼儿园到

小学、中学的一整套教育体系，归侨们的后代在国内接受的是同其他中小学一样的教材和内容。但

是，整个华侨农场的异国文化情怀是弥漫的并且产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在一些华侨农场，民风

民俗既传承和保持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特性，也保留着异域民俗。如婚丧嫁娶既有当地的习惯，也保

留着侨居国的习俗，特别是有老人去世时，去世老人的儿子不上祭，而女儿、侄女必须上祭。从上祭

的挽联样式便可知道谁是女儿，谁是侄儿侄女。

（三）归难侨乐观精神和丰富生活的体现

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地理、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因素，②地理和社会因素是客观条件，难

以改变；心理层面反映的是人主动适应或调节的能力。印尼村的归难侨要顺应当地的环境并获得

适当发展，只能先从心理层面去调节，抱团和群体认同是他们来到华侨农场后的本能反应，这一点

和他们的先人或他们自身早年到异国谋生并无不同。但是，华侨农场毕竟是在祖（籍）国，归难侨

的再适应又增加了一层阻力。

华侨在国外工作谋生并不容易，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制，他们很难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进行娱乐活

动。回国进入华侨农场后，政府提供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虽然有些艰苦，但归难侨们的生活

开始安定下来，“仓廪实而知礼节”，在劳作之余，归难侨们开始关注并参与文化活动了。由于与周

边社会接触不多、长期远离祖籍地的家乡文化等因素，刚回国的归难侨们更喜欢侨居地的文化。

华侨农场在６０年代接收大量归侨后，来自印尼的归难侨大都能歌善舞，经常利用空闲时间自
娱自乐。每到傍晚，在农场场部、各生产小队晒谷场等地都有归侨们跳交谊舞。后来，农场还成立

了业余文艺演出队，经常参加各种节庆演出活动。有时，一个农场能拿出舞蹈、合唱、独唱、演奏等

３０余个节目，极大地丰富了农场职工的生活。
（四）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培育

尽管条件有限，农场文化娱乐活动设施相对滞后，但不少华侨农场都建有文化活动室和文化活

动场馆。农场的大型文体活动集中在元旦、春节、三八妇女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表演主要是各种

比赛、游园活动等形式。平时，场民的文体活动基本是自发的。由于室内活动场所有限，归侨们更

愿意到室外的露天场所锻炼身体。农场领导因势利导，在场民住房外的空隙开辟出了大大小小的

活动场所，许多生产小队都组织成立了歌舞表演队，农闲时节，各歌舞表演队都组织歌舞表演，自娱

自乐。一些农场和生产队还组织越南的帽子舞节目、风情山歌对唱比赛等。

２００７年后，国家推行华侨农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政策，
大力推进华侨农场体制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华侨农场文化建设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在国务

院侨办等十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意见》中，强调把文化建设放

在重要位置，农场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农场文化市场不断繁荣，农场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完善，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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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侨办统计数据，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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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和谐侨社建设。① 文化部也积极支持华侨农场文化建设，明确要求利用华侨农场特有的地缘

优势，充分发挥当地侨乡文化特色，推动华侨农场有关文艺团体参加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② 在中

央政策的带动下，一些地方建立了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市县将华侨农场纳入当地文化

建设规划，逐年增加华侨农场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为侨场文化建设工作有序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此外，各侨场还建设了一批文化服务配套设施，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室、文化站等，鼓励场民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些宽松的外部环境为归难侨们提供了寻求文化自信的机会，他们通过

曾经熟悉的舞蹈、美食等异域产品，在当地文化建设中独具特色，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社会关

注度。

随着“印尼村”名气增大，一些媒体和官方开始渲染报道。当发现模仿在印尼的习俗能够成为

某种标签，并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归难侨们开始主动搜罗和复制在印尼生活的方方面面，

顺势而为，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外亲朋好友纷纷来访，印尼村的村民们再次出国去

印尼体验，丰了中印尼文化交流的内涵和形式。久而久之，“印尼村”的概念在当地人头脑中也就

顺理成章了。

五、“印尼村”带来的一些思考

（一）文化多元和时代选择的结果

“印尼村”里的归难侨和周边村民，在族群概念方面是没有不同的，他们都属于中华民族或者

说是中国人，在身体特征和民族观念等方面符合通常的中国人标准；另一方面，他们与周边村民刻

意表现出来的不同也不能用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划分标准来界定，这既不符合官方界定

也缺少历史和文化基础，这样一种文化夹层现象，是全球化移民背景下文化多元的反应，更是归难

侨们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过程中自身选择的结果。归难侨是在东南亚诸国排华过程中被迫回到中

国内地的，当他们回来后却发现融入新生活很困难，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很多人早已

不会种植农作物，那些在国外已经适应的异域习俗成为他们寻求心理慰藉和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据，

这一点很像他们的祖辈在早年出国后选择定居唐人街的做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只是这一次出

场的背景换成了他们的祖籍国。

（二）群体利益驱动的文化标签

用华侨农场方式大规模集中安置归难侨，是中国在困难时期的特殊安排，高效快速地解决了因

排华带来的大量归难侨问题，但集中安置也衍生出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与周边社

会脱节的问题，安置在农场的归难侨，其祖籍地或故乡大多不在本地，在宗亲、方言等方面与周边社

会脱节，农场的归难侨们很难和周边的村民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华侨农场以外的当地人仍然是

把归侨当成外国人，甚至一些管辖农场的当地干部也持有这样的看法。”③此外，归难侨们身上相对

开放的思维方式、异域着装风格等让当时周边相对落后的村民们难以接受，加上土地界限争议等事

关经济利益的争夺，农场的归难侨不愿意在农场周边的传统社会中寻求慰藉，因此，农场周边村落

的各种习俗很难传递到归难侨当中。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族群划分的标准是文化差异和归属性，有时暗含着社会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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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同以及自发而有组织的排他性。① 一些“侨”的特点非常不明显的华侨农场，会在围墙上画

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景观，以此证明他们的“侨”的色彩。在印尼村，归难侨和周边村民都属同一

族群，印尼村的归难侨想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群体属性，标榜与周边村民不一样

的特征，这种差异和排他性必须是别人难以模仿而自己又善于操作的行为，曾经熟悉的印尼饮食和

舞蹈等具有鲜明的族群特色，因此“印尼村”这个外来标签无疑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三）不能上升到族群认同高度

当然，“印尼村”的归难侨和周边的村民在族群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更多体现在一些

外在的明显的符号和标志，比如饮食、舞蹈、服饰以及日常用语等，这些不同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缺

少“根”的滋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化、消退，为了维持这种不同于周边村民的存在感，需要

不断地提醒和强化，因此这种再适应也需要一些外在力量的推动。

此外，华侨农场的“印尼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印尼人聚集的村落，印尼风情更多体现为一种

外在表现，归难侨们在内心深处更认可自己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毕竟生理特征、宗族谱系、宗法信

仰和价值观念等一些维持族群本质属性的因素是难以改变的，人的血缘和族谱是原生性的、基础性

的，根植于无法改变的出生环境，是不同族群存在的根本。② 同时，印尼华人重视中华传统价值观

念，认为这有利于华人在印尼生存并取得成功，因此将这些观念传承给下一代。③ 华侨农场的归难

侨是因为排华被迫返回祖籍国的，他们没有必要颠覆自己的出身，对侨居地文化的记忆再现是某种

怀旧情结，难以上升到族群性特征的高度。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ｉｎｎｉｃｕｎ”ｉｓ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ｒｍｔｈａ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ｄｉｅｔ，ｄａｎｃ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ｅｔｃ．Ｔｈｅｓｅ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ｒｅｓｉｄ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ｉｓ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
ｗｈｉｃｈｒｅｔｕｒｎｅｅ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ｔｏ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ｅｐｏｃｈ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ａｂ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胡修雷，助理研究员，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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